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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缘起与初步实施*

闫 茂 旭

〔摘要〕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主要过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财经发轫于晋冀鲁豫中央局庞村

会议，由华北财经会议确立统一的目标并作出部署，再由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进一步推进，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成为领导层的共识。加强财经工作领导、支撑解放战争需要，是统一财经的缘起;

统一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则是实施中的焦点和难点。统一财经的战略步骤和组织方式多次变更，而货

币和物价方面的政策原则则保持连续性和前瞻性。这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统一财经管理体制以最终完

成财经统一，建构了制度框架和政策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统一财经; 货币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 经济工作史
〔中图分类号〕D231; K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 2021) －03－0037－21

The Origin and Preliminary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y the CPC

Yan Maoxu
Abstract: The main process by which the CPC unified finance and economics took place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Unify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gan during the Pangcun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Bureau of

Shanxi，Hebei，Shandong，and Henan． The North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nference established and pro-

moted a unified goal for the deployment of unified finance and economics，and this was further promoted by the

North China Finance and Trade Conference． Finally，at the September Conference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PC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among the leadership．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unify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was to

strengthen leadership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work and to support the needs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strate-

gic steps and organizational methods for unifying finance have changed many times，while there has been continui-

ty in the policy principles for the issuance of currency and price stability and they remain forward-looking． This es-

tablishe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policy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unific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eventual unific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上，新中国成立前后完成的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使 “国内外那些对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 ‘奇迹’”①，

毛泽东称其意义 “不下于淮海战役”②。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发生的 “银元之战” “米棉之战”

等经济战线的斗争以及政务院于 1950 年 3 月 3 日颁布的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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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成为中共统一财经的叙史起点①。不过，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

对于统一财经的历史意义的定位，还应回到其历史进程中去。这就有必要在更长的时间轴上作进一
步的延展考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即走出一条相对独立的经济工作路子。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根据地
政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不仅 “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
是，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③，而且与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侵华日军展开了卓有成效的
货币战。这方面的斗争经验自然延续到抗战胜利后，但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

对于中共经济工作能力的要求已非同往常。在保障大兵团作战和发展解放区经济的目标之下，中共
逐步形成统一财经的决策部署，而其实施并行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直至 1950 年 3 月才最终完成
统一财经大业。这个过程不啻于财经领域的一次 “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财经管理体制的统一，

是这场 “解放战争”的战果。统一财经能够结束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局
面，确实证明中共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只是这个 “完
全有办法”有其历史源头和发展逻辑。“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
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④ 审视和理解中共统一财经的缘起和初步实施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解释 “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什么”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统一财经进程的研究，已有一批成果问世⑤，很多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经工
作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也关涉解放战争时期。总体上看，既有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财经管理体制变迁领
域。这就难免使统一财经成为军事和政治斗争的 “附属品”，很少被视为独立的经济事件。统一财
经工作千头万绪，货币统一和物价稳定始终是其核心问题; 统一财经的战略步骤和组织方式多次变
更，而货币和物价方面的政策原则则保持了连续性和前瞻性。统一财经 “缘”于加强生产和财政收
支等管理体制层面统一的需求，“成”于货币和物价等经济要素层面的统一，“终”于财经管理体
制层面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有着独特和复杂的特征。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中共统
一财经的缘起和实施中的关键步骤，考量中共经济思想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的交融和碰撞，以冀从
更开阔的视野探析统一财经的实施逻辑。

一、确立统一目标: 从庞村会议到华北财经会议

中共建立根据地政权后，财经工作始终处于分散状态。这一方面由于战争环境使根据地处于分
割包围之中，中央与根据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很不稳定，根据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也很难进行; 另一方
面，即便在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已经相对稳定下来，但因普遍的经济困难，中央出于挖掘各根据地经
济生产潜力的需要，在财经管理上仍然采取分散政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根据地各自发行的近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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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门的纸币。解放战争爆发对根据地财经是莫大的考验。各大解放区普遍遇到 “农村经济枯竭，

人民负担能力大大减低”的难题，而且中共开始使用 “比较近代化的集中的大兵团作战”，与根据
地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产生了 “抗战期间是没有或不很严重”的新矛盾和困难。由此，如何做好
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为中共 “绝不可等闲视之”的大问题。①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晋冀鲁豫解放区。该区 “历年来即存在有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生活待
遇标准与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矛盾”，“在财政财务行政上，均存有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队
间的严重矛盾”，“上级要求集中统一，下级要求独立自主; 军队埋怨地方上，认为不能保证供给，

地方埋怨军队，认为军队把它看成供给部”。晋冀鲁豫中央局认为，“这样许多矛盾问题，始终未得
着妥善解决，以致财政混乱，互相推诿，互相埋怨，造成党内不团结”，且由于 “时局变化，物价
高涨，本币跌落，预算不能维持，矛盾更暴露，有不能继续支持之势”。尽管晋冀鲁豫中央局推出
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了”。②

故此，晋冀鲁豫中央局于 1946 年 9 月中下旬，在边府防空驻地邯郸郊区庞村召开财经会议，研
究财经工作如何长期支持部队作战。会议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 在抗战农村经济枯竭的情况下，

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 最低限度需要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 党政军民生活待
遇标准，应有多高始能维持。经过半个月的讨论和反复计算，最终明确三个管控指标: 人民人均负
担不能超过小米 4 斗到 4 斗 2 升 ( 全区人均年收入的 15%至 20% ) ; 养兵不能超过 30 万人 ( 全区人
口的 1%至 1．5% ) ; 士兵的年费用，人均不能超过小米 15 石。为保证落实，庞村会议决定成立中央
局和区党委的两级财经委员会，对外称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审核政府财政、军队供给、收支预
算账目等”，目的即为 “克服财政困难，加强财经领导，统一供给，工商贸易银行等业务，并减少
各系统的摩擦与抵消力量，解决财政经济、军队与地方收入与支出，公营与私营等矛盾，以期步调
一致、集中力量”。③

庞村会议参会人员 “对会议很满意，认为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上都解决了问题”。中共
中央 11 月 15 日发出庞村会议的报告和指示电文，高度评价庞村会议 “有重大价值”，要求 “各地
切实研究参考”。中央还严肃指出，“各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由于
财政经济的困难及混乱，可以直接妨害与瓦解我们的战争机构，尤其要破裂我们与人民群众的亲密
联系，而使战争归于失败”。④

中央关于庞村会议的电文发出时，各解放区面临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压力，财经工作遇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中央推出庞村会议经验恰逢其时，得到各解放区的积极响应。如东北解放区于 1946

年 11 月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经、铁路、兵工、后勤等工作，后又将加强财经工作的统一
领导作为 “一个总的精神”⑤，确定由分散转到统一的工作方针及划分收支权责等具体举措⑥。各大
根据地中，晋察冀中央局行动最快，分别于 1946 年底和 1947 年初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三
级财经委员会，以及就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实行本区内的财经统一领导作出决定⑦。

参照庞村会议经验，各解放区加强辖内财经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没有太大障碍，但跨解放区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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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策协调问题并未解决。晋察冀中央局于 1946 年 12 月 30 日报告中央，建议在该局所辖的冀中地
区召开华北经济会议，以解决本区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各解放区在物资采购、税收、货币方
面的统一问题①。中央表示同意，认为 “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并于 1947 年 1 月
3 日向各解放区发出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 “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
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
相调济，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要求 “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区的财经供
给机关最好都有负责代表”。该指示还对会议的议程作了预设，即 “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
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
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②

不过，中央没有同意在冀中开会的提议，而是指明会议地点应在邯郸，由邯郸中央局 ( 即晋冀
鲁豫中央局) 负责筹备和召集，并 “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③。
对于其中缘由，一方面，“不仅由于该地区适中，而且因为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全面进攻，只能向陕
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这两端重点进攻，晋冀鲁豫地区相对和平，战争的干扰比较少”④，另一方
面，庞村会议的影响也是不可排除的。在此时中共中央的视野中，土地问题要比财经问题更为重
要，并且中央也有一整套可以直接指导地方的政策思路。就在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发出 7 天
后，中央致电各解放区，要求派代表直接来延安开会解决土地改革中的问题⑤。相较而言，对于解
决财经问题，中央明显侧重于依托晋冀鲁豫解放区及庞村会议的经验。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人同样
认同这一点⑥。对于更高层面的财经统一问题，此时显然还不在中央的考虑范围。

根据中央要求，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等解放区均派出代表团参会。东北解放区因战事
正紧且与关内较少经济往来，没有派团参会。⑦ 参会的各代表团团长是各大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具体
负责人白如冰、陈希云、南汉宸、薛暮桥等。其中，华东代表团团长薛暮桥曾在抗战时期的山东
根据地组织开展货币战，取得 “货币奇迹”⑧，为中共赢得巨大赞誉。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
( Edward Ｒohrrough) 在 《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英文专题报道 《共产党控制区的货币战争》，认为
“山东根据地经济学家的对日货币战甚至比战场更为成功”⑨。以财经工作的行家里手为主要参加者
的会议，在中共党内尚属首次。

由于战争进行，交通不便，有的代表团未能按照预定时间抵达会议地点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已
到达的代表团则于 3 月 10 日至 24 日间先行召开预备会，通过座谈的方式讨论问题，包括区与区之
间互相封锁、区与区之间的币值比例、区与区之间的税率、出口的各种困难、物资交流、盐业的专
卖等问题，大盐、小盐、棉花、布等经济斗争，以及对敌斗争中由于步调不一致，各区采购不一
致，造成以敌人可乘之机的问题瑏瑠。这些问题与中央 1 月 3 日指示中预设的议题是一致的。在参会
的各解放区经济工作领导人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 “急需相应地改变经济管理办法，由分散管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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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向统一”①。不过，中央的关注点依然不在此处。3 月 23 日，中央向参会人员发出 《关于华北
财经会议应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会议研究 “如何节用财力物力人力以支持长期战争”与
“主力出到国民党区域行动时应采取的财经政策和办法”两大问题②。

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解放军尚处于战略防御的局面下，中共中央把财经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支
持战争上，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华北财经会议的参会人员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具体解决中央提出的
两大问题，而这自然又引入财经统一的问题。在预备会议的基础上，华北财经会议 3 月 25 日至 5 月
11 日正式召开。在第一阶段会议上，各代表团分别作了本地区财经情况的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系
统介绍经验，并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详尽讨论③。在交换意见过程
中，各区代表都感到，“我解放区政治上是统一的，军事上也是统一的，财政上有统一的必要，特
别是在支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更有统一思想必要”④。这就突破了中央 1 月 3 日和 3

月 23 日两个指示所设定的议题。于是，虽然各区派去参加华北财经会议的代表，“并不是抱着统一
财经的目的而去的，只是想相互了解各区的财经情况，调整一下相互关系”，但随着会议讨论的深
入，“大家认为要支持全国范围内的战争，财政必须统一，向中央提出了建议”⑤。

就在这一阶段会议结束的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
分配的通知》，提出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董必武 “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并 “准备担任
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紧接着，中共中央又于 4 月 16 日发出 《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通知》，

向各解放区宣布，“为着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
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可以推断，华北财经会议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应与建立
华北财经办事处有关。董必武就此谈到，对于华北财经会议的建议，“中央核准了，决定成立华北
财经办事处”。⑥

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分为三支工作队伍的情况下，面临的战争压力是巨大的。这个时候同意
统一财经，更多的是就华北财经会议的顺势而为，是 “批准了统一的原则”⑦，而非有了确定的思
路和方针。当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时，中央于 5 月 4 日复电再度强调会议应研究
提出税收、专卖、人民负担等方面的调剂办法⑧。董必武在赴邯郸途中，专程绕道见刘少奇。刘少
奇特别提醒董必武注意，对于华北财经会议讨论的统一发行票币之议，“不要过早地勉强统一”⑨。

直到 6 月 14 日，也就是中央决定设立华北财办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致电朱德、刘少奇时，仍然提
出在今后 6 个月内如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就是很大成绩”瑏瑠。反而是华北财经会议的参会者
展示了 “促进财政统一的精神”瑏瑡，甚至 “一致建议在 1947 年成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
币”瑏瑢。这种情况下，华北财经会议产生什么成果，就成为决定财经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

与中央决定设立华北财办同时，华北财经会议自 4 月 14 日起进入第二阶段，“起草向中央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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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讨论定稿”。会议委托薛暮桥根据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综合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会议最
后通过的 《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综合报告》作出三项部署: 争取财政收支大体上的平衡，以免为着弥
补财政亏空而无节制地增发货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布棉等重要物资，以便
随时调节发行数量，平稳物价; 在解放区扩大或缩小时，在秋收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需要多少不
同，应即灵活调剂发行数量，以免物价波动。①

会议快结束时，董必武赶到冶陶镇，在听取薄一波和各代表团团长汇报并审阅综合报告后，要
求薛暮桥将报告压缩成 4000 字左右的决议，用电报报告中央②。董必武认为，“具体把财经事项统
一起来，有许多基本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主观上各区的、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
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尚待克服”，“客观上许多必需的物质基础，如机关人事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毫无
准备”，因此 “财政统一不可能很快的就实现”③。根据类似的理由，他建议取消关于年底发行统一
票币的协议，以此表明 “慎重处理”的态度。

尽管如此，有了中央已同意统一财经的原则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华北财经会议决议》仍
然明确了统一财经的战略目标并作出部署: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调整各地
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敌经济斗争，调剂贫富有无，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
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
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其他具体工作则完全由各地机动处理。”④

决议虽然没有要求统一货币，但吸收了晋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作出所有解放区
停用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的决定，为货币统一打下了基础。虽然西北、华中解放区的参
会人员起初因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相对稳定压力巨大而不同意停用法币，“部分同志认为边币也必
须用金银 ( 白洋) 和法币来作发行贮备。边区没有金银市场，不能用金银来回笼货币，而且我们也
不可能保存这样多的金银。用法币来作贮备，不但要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而且使我们的边币依附于
法币，在法币贬值时跟着贬值”⑤。但这一决定显示，排挤法币使各解放区货币独占市场以及掌握货
币发行数量、通过贸易调剂供求、避免物价剧烈波动已经在各解放区财经工作领导人中形成共识。

同时也表明，货币和物价问题在确立统一财经目标伊始，就是一个重要且难度很大的问题。
《华北财经会议决议》6 月 5 日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并将决议转发各地已经是 10 月 24 日。这

种滞后除了有战争方面的原因外，中央审查和研究会议材料也是重要原因。中央在批准决议的同
时，再度表达了与参会者不一样的关切: “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认为必须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
于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当普遍的存在”;
“财经机关在贸易、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对于如何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缺少
注意，或者是注意得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
目的”; “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
任务”。⑥

这种持保留态度甚至带有批评意味的指示，无疑会对各地贯彻实施会议决议产生影响。虽然排
挤法币、建立本币市场的决策在各解放区落实过程中没有遇到很大障碍，但控制货币发行、平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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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决策受到很多解放区领导人的反对。如山东解放区领导人黎玉以及财政、银行、工商等方面负
责人支持华北财经会议的部署; 但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认为， “为着保障供给必须大量发行 ( 货
币) ”，“发展经济应为保障供给服务”。① 这与华北财经会议精神明显不同。会议提出的 “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方针，甚至被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直接质疑: “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
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②

中央的态度和地方的行为自然与战争形势有关。在中央批准 《华北财经会议决议》之前的 9 月
1 日，毛泽东提出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
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
针”③，以此作为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3 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要求 “迅速建立无
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④。在外线作战、无后方作战的局
势下，原本经济实力较强的山东解放区遇到了财政困难，“已面临严重危机”⑤。此时争取财政收支
大体平衡的原则也就不易被接受。即便在战争局势大不相同的东北解放区，统一财经的进展也是停
留在 “加强对生产与财政工作的领导，要由分散转到统一”⑥ 等财经管理体制层面。这成为中共统
一财经的 “起手式”。

二、迈向货币统一: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推进

由于战事紧张，华北财经办事处直到 11 月才开始工作。根据董必武 8 月 1 日提请中央审批的组
织规程，华北财办统一领导各解放区 ( 暂不包括东北) 财经工作。其任务包括: 制定华北经济建设
方针; 审查各个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 掌握各个解放区的
货币发行; 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等⑦。

虽然中央的关注点在发展生产，但华北财办仍把推进货币统一纳入工作范围。10 月 8 日，也就
是财办工作尚未展开时，中央即电询董必武，“目前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票币是否过早”⑧，要求董
必武考虑发行票币中诸问题。与中央的态度不同，解放区对于统一货币发行的呼声更加强烈。9 月
14 日，华东局工委张鼎丞、邓子恢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 ‘联合银行’或 ‘解放银行’，

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⑨。10 月 2 日，董必武将山东财办提出成立银行的建议报告中央，提出派
南汉宸赴渤海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并请示银行的名称是否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瑏瑠。8 日，中
央回电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可用，也可进行筹备工作，但同时提出: 总行发行货币后，

现各区之票币是收回还是平行流通; 如收回，总行有无供应大量货币能力; 在全国财经未统一前，
总行是否有足够物质力量保障新币的稳定。显然，中央认为华北财办提出的银行筹备方案还有待完
善。故此，中央复电总的态度是， “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但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 “有点过
早”。董必武与华北财办对中央指示进行研究后，也认为目前建立全解放区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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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决定首先开展准备工作，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就 “解放区的货币怎
么统一”“中央银行如何建立”“城市金融怎么管理”以及 “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发行准备金的筹
集”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①

与此同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更加迅速。11 月 12 日，石家庄获得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
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使党内感觉到 “已经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发展走向统一的
国民经济”②。毛泽东对于解放战争 “胜利已经在望”的信心也大为提升，认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
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
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③ 对于这个时候作出这种思想转变，毛泽东后来解释: “思想
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④

形势的变化使华北财办意识到，现实 “已不同于邯郸会议时期”，“华北人民及财经机关，除保
证华北自身供给外，支援华中战争需要实为一极重要任务”，因此 “须用一切努力发展生产”，并可
以在不引起物价大波动原则下，用适当发行货币的方式发展经济。为此，华北财办于 11 月 25 日作
出 《关于华北各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几个财经问题的决定》，对恢复和发展工矿业、交通事业和对外
贸易作出部署，要求财政 “应以有余补不足，争取收支相对平衡，可能少依靠或不依靠发行来支
持”。这就涉及货币问题。为此该决定特别提出，各解放区银行发行货币数目，由华北财办掌握，

要求 “截到今年底各区所发行总额及分配数与明年发行计划，应即报告华北财办，明年各月发行数
目及用途须按月报告，如发行计划需要变更，事前须报告并经批准，以便调整各种货币比价及筹发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货币”。⑤

自华北财经会议以来，货币统一问题一直徘徊于财经统一的目标边缘。这一方面有着历史缘
由，毕竟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和日伪艰难打赢的 “经济战”主要是 “货币战”，解放区的 “货币
战”成果来之不易; 另一方面，货币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复杂性高于其他财经问题，自然需要谨
慎对待。因此，在 11 月 25 日的决定中，华北财办专门提到，要在 1948 年召开金融会议，讨论筹发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货币的 “各种具体问题”⑥。12 月 11 日，董必武就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致信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货币统一的 5 个步骤: 确实掌握各区的发行额、预算、互换率及主要物资价
格，完成银行准备工作; 发行少量的统一货币; 逐渐推行统币，提高所占成数; 停止各区票币; 用
统币收回各区票币。他预计，当各区内有两种票币流通时，市场上将出现问题，因此要做好思想准
备，克服各区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⑦ 14 日，中央批准经华北财经会议规定的
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即冀钞与北海币等值、与晋察冀边币 1 ∶10、与晋西北农民银行和陕甘宁贸
易公司流通券 1 ∶20、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1 ∶400⑧。推进货币统一终得中央的认可。

为进一步说明货币统一的可行性，1948 年 1 月，薛暮桥为华北财办起草 《对于整理货币的意
见》和 《关于整理货币的几点补充意见》两份工作文件，对货币统一的策略和步骤作了研究和阐
释。《对于整理货币的意见》认为，现行货币制度存在不统一和不稳定两大缺点，整理货币的目的，

是使不统一的货币变为统一的货币，不稳定的货币变为稳定的货币。而整理货币有求稳定和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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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案。前者固定物价而不固定比价，后者固定比价而不固定物价。薛暮桥认为后一方案比前一
方案要好得多，前一方案是 “不足取的”。《关于整理货币的几点补充意见》则进一步提出新旧币
关系以及区域推行的策略，认为规定新旧币比价同时流通，停止旧币发行的办法 “较易实行”。至
于新币发行的区域策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已经有发行统一货币的充分条件，西北和山东仍处较严
重的战争情况 ( 内部还有许多敌军据点) ，财政上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立即发行统一货币多少还
有一点困难。为慎重起见，新币可以先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通行。①

这两份文件勾勒出货币统一的政策轮廓，从理论上解决了货币统一的技术难题。与此同时，中
共中央的看法进一步转变。毛泽东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经济问题 “办法更多了”，“一九四八年
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②。1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建立报告
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 “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③，报告内容为各
解放区的经济等活动的动态、问题和倾向及其解决办法，以此加强中央对各地情况的了解和工作中
的领导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将货币统一问题纳入财经统一的工作框架。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工委召开讨论财经问题的会议，决定 “石家庄之统一管辖问题，由董老以
中央特派员名义统一之”④，开始整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财经工作。11 日，薛暮桥为中
央工委起草了关于召开金融贸易会议通知东北中央局以及冀察热分局的电报，告知华北财办于 3 月
15 日开金融贸易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调整各地贸易关
系，统一指导对外贸易，便利各地物资交流等问题⑤。12 日，中央工委召开财政经济座谈会。刘少
奇在会上指出，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有利于大批干部南调，有利于太原作战，可
考虑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

他认为这两个区的分割，在过去是被迫的、合理的，现在这两个地区已打通，且敌人已不再能分割
太行与五台，在今天完全是我们自己人为的，极不合理，故必须解决。16 日，刘少奇致电彭真、聂
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央，指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分界线继续维持，“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
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为此正式提议 “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

成立华北中央局”，“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
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⑥

刘少奇如此提议的主要依据是财政和货币问题。他举例说，“冀南、冀中与渤海三区同属河北
平原，也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三区各自为政，“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货币互不流通，贸易机关
不能来往，汇兑十分困难且汇率很高，相互之间的纠纷层出不穷，且很难解决，因而影响国民经济
的发展及人民生产情绪与党内团结”⑦。他强调，只有实现合并，“三月间要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
议，乃可获得重要结果”。3 月 3 日，中央工委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
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以 “尽可能不发生 ‘巴尔干现象’”来进一步解释两局
合并以及搞大银行的意义。⑧ 6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同意合并两个中央局，同时提出 “两

·54·2021年第 3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薛暮桥: 《对于整理货币的意见》，《中国金融》2020年第 18期。
《毛泽东年谱 ( 1893—1949) 》下卷，第 275页。
《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4页。
《董必武年谱》，第 306页。
《中央工委给东北中央局的电报》( 1948 年 2 月 11 日) 、《中央工委给冀察热分局的电报》 ( 1948 年 2 月 11 日) ，中国
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展板。从展板上的电报复制件看，电文由薛暮桥起草。
《刘少奇年谱》第 2卷，第 303、304、305页。
《西柏坡档案》第 1卷，第 200页。
《刘少奇年谱》第 2卷，第 305、309页。



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
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①。9 日，中央工委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表
示 “合并党务财经机构，而不合并军政两项机构，势不可能”，同时着重提出统一货币的具体考虑，
“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 并
拟在第二步即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再下一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中
共中央于 10 日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所述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方针。②

由此，华北财办和薛暮桥关于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已经有发行统一货币的充分条件”的统一货
币区域策略，不仅得到中央工委的强有力支持，还在中央支持下运用到更为广阔的政策实践中。

3 月 22 日至 5 月上旬，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西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的代
表团参会。会议提出: 随着 “华北各解放区大体上已连成一片”，“我们已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
方经济，逐渐发展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如撤销内地的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等，都是经济发
展中的迫切要求”。③ 会议据此制定了逐步统一华北解放区金融贸易的政策和办法。薛暮桥起草、会
议通过的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对货币政策和货币统一的方针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提出:
货币发行政策要兼顾战争、生产和物价的平稳; 货币的统一要有步骤进行，首先是固定几种货币的
比价，自由流通，然后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掌握各地区的货币发行，使之逐渐走向统一货币的发
行; 货币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压缩蒋币的阵地，并调剂外汇，掌握比价; 物
价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战争环境下虽不能完全稳定，但可以有计划地调剂物资和调节货币
流通数量，尽可能减少上升的幅度。④ 中央于 8 月 6 日将此报告批转各地，要求 “华北、华东、
西北各地党、财办及一切财经机关即遵照该报告所提之金融贸易工作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努力
实行”⑤。

从会议内容看，“统一”是绝对的主题。正如董必武在会上所说: “现在决定先把晋冀鲁豫和晋
察冀统一起来，同时考虑华东、西北的统一问题。东北已统一，中原正在统一中。各小的地区先统
一起来好，然后再由小统一化成大统一，这也是准备全国胜利的工作之一。”货币统一则成为主题
中的核心问题。会议一方面明确了货币统一的原则和步骤，另一方面坚持了华北财经会议以来中央
领导人的慎重态度，认为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 “货币的统
一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与财政的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统一货币，
那么某一地区在其财政困难时候，如果增发货币，则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地区人民的身
上，引起临区间的许多纠纷”。⑥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召开前后，是解放战争形势进一步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共进一步要求加
强组织纪律性和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时期。中共中央于 3 月 25 日发出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
示》，4 月 10 日又发出 《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这些要求对财经
工作自然也产生影响。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合并，又明确提示了中央实施统一的决心
和方向。因此，参会代表对于财经统一的要求表现得 “亦很迫切”，“五台、邯郸两地货币统一流
通”甚至 “准备不待会议完毕立即进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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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尚未结束，相关地方就已行动起来。4 月 15 日，晋冀鲁豫边
区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决定两行所发行的冀钞和边钞两区内互相流通，比价为 1 ∶10，

且这个固定比价 “以后永不变”①。这意味着薛暮桥提出的以固定比价为中心的货币统一思路成为
实际政策。5 月 22 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并且 “准备于东西 ( 山东
解放区以及西北解放区) 两边境上，设立两区银行的联合办事处，来掌握货币比价，并准备于一年
以内，完成华北各解放区货币统一工作”。7 月，确定冀钞为华北地区的本位币。② 在此期间，为解
决西北财经困难，中央提出以 “西北财经工作完全统一于华北财经体系之内的方案”为 “最有
利”③，如此 “既可集中双方力量作战，又可大大减轻晋绥的负担 ( 约二万人) ”④。这是实施财经
和货币统一区域策略的又一重大步骤。至此，华北解放区成为财政、货币、贸易统一的区域推进
基地。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对于财经统一的推进，带来了财经工作领导体制上的新问题。华北财办采取
的各解放区联合办公的方式，明显缺乏领导统一财经的力量和权威。因此，重组金融领导机构，加
强对各区货币发行的领导和协调，为固定比价创造条件，成为解放区经济工作领导人考虑的问题。

还在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期间的 4 月 15 日，参加会议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南汉宸、栗再温致信宋
劭文、黄敬、柯庆施并转中央局，提出: “为适应目前及将来战争形势的要求，逐渐走向全解放区
财经统一，各代表团交换意见，提议成立强有力的中央财经机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银行的发行，

即根据各解放区财经计划，批准发行数目，使各种货币比值相对固定，掌握各区脱离生产人数及人
民负担标准增减都得经过批准。各区应供给中央以相当力量，做兄弟区间必要的调剂。”⑤

会议结束后，已经转移到西柏坡的周恩来听取了薛暮桥对会议情况的汇报。汇报反映最困难的
是固定比价怎样维持的问题，因为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例虽然按当时各地物价水平作了规定，但
“各解放区为着支援战争，不得不增发货币，引起物价不断上升”，“要保持这个兑换比例，必须使
各解放区的物价同幅度上升”，而 “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⑥。周恩来指示: “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
( 指华北财经办事处) ，要搞统一经济。”⑦

随后，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部长，在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上统一领导各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华北财办实际开展工作不过半年，虽然以促成财
经统一为工作方向，但实践中 “只能枝枝节节解决”部分问题。特别是对于货币统一，华北财办只
能做政策设计等初步工作。即便如此，华北财办仍然减轻了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矛盾，反对财经工
作人员中 “相当严重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为统一财经作了思想上、物质上 “铺平道路”的准
备工作。⑧ 这些都是中共推进财经统一的重要步骤。

三、发行人民币: 九月会议前后的进展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国民党统治区财经形势迅速恶化之时。到 1948 年 6 月，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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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 4345656 亿元法币，当月财政收入只占支出的 5% ; 8 月，法币发行额由 1937

年 6 月的 14．1 亿元增至 6636946 亿元①。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解放区。特别是随着解放区区
域的快速扩展，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侵扰和物资蚕食也更为猛烈。因此，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对货币
斗争问题作了战略上的估量，将货币斗争视为中共面临的严重问题。会议提出货币斗争的主要任
务，是 “跟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努力扩大本币的阵地 ( 流通范围) ，压缩蒋币的阵地，并适应对外
贸易的需要而调剂蒋币外汇，掌握蒋币比价”②。

但是，此时各解放区的本币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非稳态价值趋向较为突出，币值、发行量、

流通速率尚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影响到本币的价值强化和阵地拓展。解决这一问题，促使
解放区本币走向币值稳定、变动平缓的货币价值形态，由发行数量、流通速度的骤增骤减走向合乎
需要、物价平缓的健康态势，就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对外进行货币斗争，“驱逐蒋币”，“以无
用的蒋币去换回有用的物资”; 对内则要统一货币。而对外的一手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
内的货币统一能否成功。因为货币斗争要取得成功，主要依靠解放区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而这 “主
要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③ 显然，货币的各自为政，不利于货币发行数量的掌控。

因此，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部将统一货币作为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批准的中财部
5 项工作职责中，两项是调查研究，两项是与华北财办相同的审查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

唯有 “研究统一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步骤，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基金和统一发行工作”是
新任务。在机构上，中财部附设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筹设中国人民银行，计划统一货币等工作。④

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中财部首先统一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解放区的货币⑤，而货币统一又牵涉贸
易和财政的统一，实际上赋予中财部统一财经的任务。但这显然超出了调查研究色彩浓厚的中财部
的权限。

就在中财部开始工作时，国民政府推出币制改革，于 8 月 19 日颁行 《金圆券发行方法》，以取
代业已完全破产的法币，同时强行收兑金银外币、登记国人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并实施严格的限
价政策⑥。中共中央在获悉国民党币制改革计划不久，于 6 月 22 日给各中央局和分局发电，提出
“货币发行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现时虽仍不能立即统一发行”，但此后各战略区如要增加发行，

必须事先将新拟增加发行总额多少，票面额多少及准备情形如何等报告中央批准⑦。这不能不说是
未雨绸缪。但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还是受到金圆券的波及，特别是尚不在中财部领导之下的东北和西
北，在应对上出现了 “认识模糊”和 “执行方法错误”的问题。财经不统一，已然不仅妨碍了战
争供给和经济发展，更 “削弱了我们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⑧

既然财经统一的政策方针早已明确，为何进程仍然缓慢? 究其原因，还在于各解放区在执行上
的问题。“由于各地同志在十年的分割环境中所养成的地方主义思想，和对邻区的不了解不信任，

很不容易完全克服。虽然在讨论政策方针时候，大家的认识比较容易获得一致，但在牵涉到具体问
题 ( 如货币的比价高低，贸易的物价高低等 ) 时候，便意见纷歧，可以函电纷驰，争论不决”，
“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认识的片面性比较大”，“就连高级政府的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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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志，也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大公无私态度”，“把较易解决的原则问题解决了，而把较难解决的
具体问题避免不谈，到实际执行时便纠纷迭起，以致竟把已决定的原则推翻”。①

中财部把统一货币发行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节点。8 月 5 日，中财部附设中国人民银行筹备
处出台关于发行统一新货币的意见书，具体提出货币统一的三个步骤: 首先在 1948 年后半年，实
现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固定比价，统一流通; 其次在 1949 年，在中央进一步能统一各解放
区财政经济及掌握比较全面的发行时，则可制定统一的发行计划，交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逐渐增
发新币和回收旧币; 最后在 1950 年，实现新币流通为主，或完全流通新币。② 意见书还对新币发行
面额的设定及新旧币的比价作了具体规定，阐明了货币统一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

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党币制改革推出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突然稳定，而且略有
下降，“他们的报纸大肆吹嘘物价如何稳定”。实际主持中财部工作的周恩来指示研究这个问题。8

月 23 日晚，薛暮桥根据所收集材料，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汇报认为，国民政府以
高于物价指数一倍的价格兑换法币，使货币流通量减少一半，金圆券的币值提高一倍，金圆券刚刚
发行，市场上一时现钞不足，这些因素导致国民党占领区物价短暂稳定。由于国民政府每月的财政
赤字都要靠发行货币来弥补，3 个月后其货币发行量将增加一倍，估计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至多只
能稳定 3 个月。③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要求新华社在宣传中给以 “最大的揭露”，并要求把解放区
法币抛出，换成银币和物资④。事情的结果，国民政府以 2．2 亿元金圆券收兑 660 亿元旧法币，到
10 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激增至 15．9 亿元，黑市物价比 8 月 19 日的限价上涨 6 倍左右。国民政府
的币制改革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就物价猛涨。⑤

解决了金圆券带来的麻烦，中共中央得以从容不迫地考虑从全局解决财经统一问题。随后举行
的九月会议完成了中共统一财经进程上的关键转变。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撤离
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把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 “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而统
一财经是成立中央政府的重要条件; 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经济竞争问题，认为 “在这一点上完全清醒的干部是很少很少的”，而统一财经也是克服经济工
作中 “很大的盲目性”的必要基础。⑥ 故而，财经统一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关于财经统一，“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
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
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
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⑦ 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
作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
告中央备审作出规定。其中对于经济方面的 9 项规定均属由中央决定或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包括:
全国各解放区通用的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的制定; 各大解放区之间的财政调剂，货币贸易
关系的调整，纸币的发行，白银、白洋等硬币的用途和分配; 对外贸易 ( 包括对外国和对国民党统
治区在内) 的方针及统一管理; 全国性工矿企业的兴办; 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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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全年财政预算及供给标准的提高或降低; 货币发行计划 ( 包括发行数量，用途分配和准备情
形) ; 税收政策及对其他解放区货物来往的限制和管理办法; 工资政策; 建设计划。①

如此系统和周密的规定表明，统一财经已经成为全党不容置疑的任务。会后，统一财经的进程
大大加快。9 月 26 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中央九月会议的通
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在分析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存在困难时，毛泽东加
写了困难形成原因之一，是 “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② 这也是他在会
上讲话要求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 “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③ 的原因。

经过九月会议，在华北人民政府内设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财经
工作，成为中央决议④。10 月 6 日，中共中央电告各中央局、分局，宣布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为财
经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要求华东、西北的财经工作请示和报告直接发华北财委，同时规定了华
北、西北、山东、华中之间货币兑换的具体比率⑤。10 月 20 日，中财部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
于各地定期向中央作经济报告事项的规定，指出 “各地向中央的经济报告已开始建立，但尚不够经
常”，因此重新规定必须定期报告事项，要求 “每月上旬报告上月货币发行数，累积数，金银、白
洋的积存数”，“每旬报告一次物价”，“每半年书面报告财政收支概算”⑥。

随后，中财部于 10 月 25 日向中央建议，由华东、西北推派代表参加华北财经委员会，“这样
中央局不合并，政府不合并，单独合并财经机构”，“如发生问题可向中央请示”，以此解决此前一
直存在的原则方针有共识、具体执行多争论的问题。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专注政策执行的
华北财委与重点承担政策制定和协调职责的中财部，形成了统一财经中的相互配合之势。这一组织
架构的配置很快产生积极效果，财经问题上再出现的意见分歧甚至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均一一获
得解决”，“铺平了顺利工作的道路”。⑦

鉴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仍在恶化，法币、金圆券对于解放区本币的渗透还在继续，解放
区的 “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中央在宣布成立华北财委的同日，发出 《关于与国民党进
行货币斗争的指示》，要求排挤法币和金圆券、巩固本币市场、换回物资和金银。⑧ 翌日，中央又专
门向东北局发出 《关于在新收复区对敌币的政策的指示》，批评东北采取的在新收复区禁止敌币流
通、绝对不兑换流通券及没有坚决排挤金圆券的做法，提出 “采取有步骤的排挤、收兑、禁用，于
政府于人民利益较大”⑨。东北局采取的这种货币斗争策略，是在九月会议刚刚结束之际。解放战争
形势的发展、货币斗争的需要以及党内的分歧都表明，货币统一已是迫在眉睫。而 10 月 6 日中央
宣布成立华北财委的电报对于华北与山东、西北的货币间比价的固定，为发行统一货币准备了最重
要的实施条件，表明货币统一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完成货币统一仅需“临门一脚”了。

还在中央宣布华北财委成立之前三天即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印制中国人民银行新
币问题致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并告董必武的电报，提出: 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币与冀钞北币为
1 ∶100，由华北财经委员会指导人民银行发行计划，委托华北、华东印刷 10 元、50 元、100 元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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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 50 亿元。印刷必须力求精细，应由人民银行派员负责检查票版票纸，切勿
粗制滥造，以防假票流行。① 由此，新币的统一发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11 月，随着东北全境解
放、东北野战军入关，周恩来要求南汉宸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②。11 月 18 日，

南汉宸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报告说: 1947 年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曾决议发行统一
钞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决定 1948 年先固定边钞及冀钞比价，互相流通; 现已有4 种钞票统
一流通。人民使用已有不便，如若接管平津，货币不一，可能发生混乱，影响金融，因之必须发行
统一钞票，并须加速准备。事关华北、华东、西北、东北等区，应即电商各区统一发行。现情况已
不容迟延。本行虽已作准备，但如何进行，仍请核议。报告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交议: 任命南汉
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先行署理，交下次政府委员会追认。③ 经协商各区，华北人民政府于 11

月 22 日发布训令，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 “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
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新币发行后，

冀币 ( 包括鲁西币) 、边币、北海币、西农币逐渐收回。④ 30 日，董必武和薄一波将对货币统一的
意见电告中央，提出 “将东北钞与华北钞规定币值，按银行牌价，互相兑换，互不流通，在重要口
境普设兑换所”，“中州农民银行钞亦照上述办法，按银行牌价互相兑换，互不流通”⑤。12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告，宣布 “本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发行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三种钞券”⑥。

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本位币的发行，是中共统一财经取得初步成功的标志。人民币发
行后，各解放区所发行的地方货币陆续计价收回，其中包括长城银行、热河银行、晋察冀边区银
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发行的货币。刘少奇在 1948 年 3 月 9 日起草的 《中央
工委关于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军、政机构和统一货币问题致中央电》中，提出 “人民银行新
钞这一颗子弹暂时保留，到必要时才发出”⑦。此时，这颗子弹终于发出了。

四、转变货币政策: 完成统一前的新问题

作为关系财经工作全局的大动作，人民币成功发行之后，中共下一步要做的统一财经工作，客
观上只需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而扩大人民币的本位市场，以及在适当时机进一步整合财经管理体
系。换言之，中共事实上已经完成统一财经的大部分历史任务，余下的只待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再作
进一步统一。然而，人民币发行之后，中共的货币政策发生了从平稳物价到保障军需的转折。统一
财经的最终完成遇到新的问题。

人民币发行之后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币值的稳定。在准备人民币发行时，中共对新币币值
的测算已有一个较为成熟的方案。此前，华北财经会议对解放区的货币流通有一个计算方式: “我
们计算各解放区虽然货币发行数量多少不同，物价高低不同，但解放区每一人口的平均货币流通数
量，都大体上等于 30 斤粮食的价值 ( 约合现在人民币 3 元) 。如果货币发行数量增加一倍，粮价也
跟着上涨一倍，每人平均发行数量在价值上仍然相当于 30 斤粮食。”⑧ 薛暮桥认为，中共找出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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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与物价问题的一条共同规律: “任何解放区货币流通总量如果等于平均每人 20 斤小米的货币量，

则物价就稳定; 如果超过平均每人 20 斤小米的货币量，物价就要上涨; 涨到平均每人只有 20 斤小
米货币量的时候，物价又会稳定下来。”① 他将这一规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抗日战争以前，全国
平均每人的货币发行量大体上是银洋三元。解放区大多在农村，商品流通远不如城市，所以货币发
行量大体上是银洋一元，即相当于 30 斤小米的价格。如果货币增加一倍，物价也上升一倍，仍是
30 斤小米。按照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每一百个居民只能养活两个脱产人员，超过此数就要依靠
‘外援’，即由中央发行货币来供应。我们依靠这些规律和数据来审批各地的货币发行和财政预算，

大体上做到公平合理。”周恩来对此表示肯定: “做经济工作必须懂得经济规律，掌握各种数据，否
则肯定是要犯错误。”②

根据上述原则，中财部审查了各地区的财政收支概算，作出概略的调剂计划③。随后，周恩来
在 《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召开东北高干会请示的批示》中，提出概算财政收支和货币发行的计算公
式: “人民每人每年平均总收入”乘以 “农业税收占人民总收入的百分比”，除以 “公家人每人每
年平均总开支”，等于 “公家人占全人口的百分比”。他解释说: “如果某个地区人民每人平均总收
入多过四百市斤小米，公家人每人平均总开支仍然为四千市斤小米，而国家税收又不仅农业税收一
项，则公家人占全人口的百分比，自可较百分之二为大。”他以此推断东北货币发行速度过快
( 8 月份较 7 月份发行额增 54．7%，较去年 12 月增加 651．8% ) ，表明东北财政收支矛盾较大。④

无论是薛暮桥的物价与货币发行量同步上升规律，还是周恩来的计算公式，都是以小米为比照
单位。这是山东解放区创造 “货币奇迹”的经验。但是，人民币的发行是否仍然要以小米等物资为
本位? 按照货币发行的一般规律，人民币无可厚非地要实行 “金本位”或 “银本位”。这在党内有
很多支持者。但董必武认为: “从解放区的实践看，只要我们有了粮食、布、棉、煤等生活资料及
生产资料，货币就算稳住了。至于金银，对解放区人民经济生活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如果实行金
银本位，由于金银是商品，价格不定，人民币的稳定将增加难度; 同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金银
可供兑换，实际上仍是不兑换的信用货币。因此，人民银行券以不实行 ‘金银本位’为好。”12 月
7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提出，“解放区的货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即与金银完全脱离关系”，我们
用作货币保证的，“是比金银更可靠的粮食、布棉以及其他为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物资”，“持
有解放区货币的任何人民，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充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生活
资料”。⑤

这种认识与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进行货币斗争的经验一致，可以说完全是中共基于自身实践独
立创造的。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悖，也不同于国际惯例。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提
出，货币是黄金的符号，货币不能脱离黄金; 而这一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

实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人民币，不能
不面临巨大困境。还在进行中的解放战争供给空前巨大，货币发行突然增加，关内物价剧烈上涨。

要避免物价剧烈上涨，需要紧缩货币，平稳物价。而各地苦于货币不足，要求大量供给货币，竞相
印制额度较大的钞票。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当然也在党内引发要不要继续控制货币发行以平稳物
价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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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发行时，时值平津两地处于大会战状态，太原又尚未攻下，战争供给巨大，货币发行猛
增，以致关内物价剧烈上涨。平津解放后，大批乡村商贩涌入城市，抢购物资，又造成平津物价上
涨、货币向平津集中的趋势。城市接管后，工资与薪金的发放，由于数字较大，一方面提高了社会
购买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货币发行量，对物价的波动产生不小影响。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最
初采取紧缩货币的方针。1949 年 1 月 26 日，中央发出关于平稳物价的建议，要求各地 “应妥慎掌
握货币发行”，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支持人民票、平稳物价，包括适当抛售物资特别是国营工厂的物
资，如煤炭、铁、纱布、盐、粮食、纸烟、酒等，严禁投机抢购，并在物价波动尚未平息时少发大
面值票、多发小面值票，少发 100 元券，不发 200 元券，多发 10 元券及 20 元券。① 为此，薛暮桥
1 月 30 日和 2 月 4 日两次致信南汉宸，调剂和安排不同区域的钞币印行计划。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改变了思路。主要原因是支持解放战争的需要，“在当时情况下，人民币
是支援解放军进行横扫全国的大规模战争的主要财政来源”。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
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供给部队。为此，一向主张控制货币发行
的薛暮桥还被周恩来嘱咐，“货币的发行计划要向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② 不过，董必武和
陈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

作为华北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董必武显然认可平稳物价的做法。一方面，他具体领导华北
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平稳物价的措施，包括根据发行指数继续平稳粮价，大力组织运输工作解决运
输与贸易配合不好的现象等③; 另一方面，他认为，货币过多发行是物价波动的主因，“新币发行又
犯了急躁与草率的毛病”，“我个人同时负责中财部及华北财经委员会工作，所以应负较多责任”④。

董必武估计解放区迅速扩大，物价可以比较稳定，每月估计上升 10%⑤。这是他认为正常的物价波
动范围。作为东北财经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则认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
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而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因此，物价应按
每月上涨 20%计算，甚至可能达到 30%。周恩来同意陈云的意见。⑥

依照陈云的意见，应当准备印制 500 元和 1000 元面额的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⑦。

周恩来于 2 月 22 日审批中央致董必武、薄一波电，指出原计划所印人民币 “尚不够用”，故应于 3

月至 6 月每月增加 2000 令纸印 200 元、500 元券，九十两月加印 1000 元券，以 “供给南下部队及
各地投资恢复工业生产”⑧。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 1 月 26 日中央建议的关于平稳物价的政策指向。

此后，人民币的印制和分配由中央直接掌控，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的具体分配，“则自行决定”⑨。

此时，“中央除了掌握货币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其他东西是由地方分别管理的”瑏瑠，货币成为中央掌
握整个财经工作的最重要工具。

从平稳物价到保障军需的转变，说明中共中央开始接受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思路，事实上改
变了中央在 1948 年 10 月 7 日对于东北局财经工作的批评态度。东北局对金圆券排挤不够坚决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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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际上是为了筹措金银物资、保障军需供给。这样的改变，使得中财部和华北财委受到很大压
力。中财部和华北财委的力量日益不足，工作思路也无法同迅速发展的形势相适应。华北财委在统
一财经方面，特别是在促成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此后的实际工作
仍局限于华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对跨区财经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则 “存在实际困难”， “进展不
大”①。中财部是中央财经政策的研究机关，并不是指导各解放区实施财经政策的权力机关，也无法
领导各解放区的财经统一工作。由此，中共中央开始讨论建立新的中央财经工作机构。

1949 年元旦，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座谈会，提出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要求②。随后，周恩
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关于经济发展和财政的逐步统一，目前条件已比较成熟③。据此，中财
部于 1 月 27 日出台 《关于财经工作统一方案的初步意见》，提出 “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比较充实和健
全的中央财经工作机构”，“现存的中央财经部太弱，不能负此责任”，“中央另组一个财经委员会
负责财经工作”④。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受中财部的意见，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
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⑤。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财政经济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
定》，在中财部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具体设想，即在与华北财政经济
委员会合并的基础上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中央掌握除东北以
外的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权。东北的货币发行计划须经中央批准”，“解放区的财政收支概算，均须送
交中央审核”，“各老区的关税、盐税、统税，应有步骤地分别由中央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应由
中央有重点地先在华北实施统一管理”⑥。

该规定虽由周恩来主持起草⑦，但 3 月 25 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移驻北平后，周恩来 “已经不能
天天亲自审批财经文件”⑧，中央已考虑好新的财经工作领导人选即陈云。2 月 9 日，周恩来通知正
在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云，经与毛泽东商定，准备调他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⑨。随后，中央
又决定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领导人薄一波为副主任瑏瑠。不过，虽然人选已定，但对于机构的设立，
中央最初考虑仍是 “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 然而，“实际情况是马上
需要，等不得了”。刘少奇在四五月间赴天津视察后感到，“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
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要把生产搞
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这就需要总的统帅机构”。瑏瑡 因此在视察期间，刘少奇
即写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 ( 草案) 》，提出 “建立从上
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瑏瑢。《大纲》经陈云等讨论修改后由毛泽东审定。6 月 4 日，刘少奇
在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再度强调: “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
很急迫，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瑏瑣 会上，周恩来宣布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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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组中财委。中财委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
导。① 7 月 12 日，中财委在北平成立。

几乎与中财委组建过程同步，解放区的物价上涨猛烈显现出来。虽然周恩来在决定印制发行大
票面额人民币时，对印制时机和比例作了细致规划，以求 “既满足战争需要，又不过分刺激物
价”②，但物价上涨仍然从 1949 年 1 月起呈现不可遏制之势。如陈云所言，最大的问题是军队给养。
由于人民币在新解放区普遍不被信任，部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大城市采购，而愿意使用人民币的
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由于长期负担过重，财力已
经相当有限。为弥补财政需要，后方不得不超量发行货币。新解放的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不仅未
能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成了投机商人以粮食、纱布带头哄抬物价的阵地。据华北地区 15 个
市场的统计，1949 年 4 月的物价和 1948 年 12 月的物价相比，上涨 2．14 倍③。

尽管如此，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对于货币量的需求还在增加。5 月 28 日，毛泽东将邓小平、饶
漱石等向中央请求拨 300 亿元人民票应急的电报批送周恩来和陈云等人，指出: 华东方面需要大量
人民票，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 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
备的; 还要准备 9 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④。到 1949 年 12 月，解放
区财政赤字接近财政总支出的 2 /3，人民币发行额由 1948 年底的 185 亿元增加到 3 万亿元，增加
160 多倍⑤。物价上涨、货币增发必然带来币值下降。根据中财委 1950 年 2 月 1 日的报告，自人民
币发行以来，扣除公粮税收，人民在通货贬值中损失 165 亿斤小米。为此，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
济委员会的建议，于 1950 年增发 5000 元和 10000 元两种面额人民币 ⑥。

在统一财经即将完成之际，中共货币政策目标从平稳物价转到保障军需上。这对当时的军事形
势虽然有所助力，但是物价上涨的预期影响了人民币的信用。人民币一时无力完全占领国民党旧货
币体系崩溃留下的市场空间，也就给了投机资本可乘之机，从而又使得物价更加波动。中共最终完
成统一财经，就不得不等到投机资本被打垮、物价完全平稳之后。

五、余 论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共完成财经统一的时机也趋成熟。此时，中共财经政策事
实上面临两种路径的选择: 一是延续解放区平稳物价的政策脉络，控制人民币发行，在宽松的宏观
经济环境下稳步完成财经统一; 二是优先保障军事斗争需要，以增发货币的方式支持解放战争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后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通货膨胀。

美国 《时代周刊》就此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
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
织形态已与国民党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⑦。事实也正是如此。面对恶性
的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财委不能不以主要精力对付物价问题。虽然人民币发行后，在解放区逐步
成为统一通货，为克服国民党政府治下的货币和价格混乱局面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共完成统一财经
开辟了道路，但这只能等到物价稳定之后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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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凸显薛暮桥所讲的物价与货币发行量同步上升规律的前瞻性。但是，在战争需求
面前，不遵循上述规律所产生的代价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中共领导人这样认为，国民党方面亦如
是。国共内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准备拿导致通胀的基本财政因素开刀。他
提请蒋介石和财政部长俞鸿钧，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将每月的政府赤字砍掉一半，中央银行同意为
余下的另一半赤字融资，但最好是通过促进公债、国库券销售和储蓄存款等紧缩手段。这些安排可
以在减少纸币增发的情况下降低赤字，从而减少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鉴于以往那些舍本逐末的
经济和货币政策均失败了，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批准这样一次彻底的政策转向。”但这一方案
并未被接受，理由是财政部 “不能拒绝军事开支的需求”。① 这样一来，国民党方面亦不惜以通胀
失控为代价继续坚持军事优先。这种意见分歧与中共财经工作领导人之间不同思路的分歧如出一
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 在经济实力和财
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货币支持战争需要，就成为近乎唯一的途径。

不过，人民币的超量发行，与国民党法币和金圆券的超量发行，在性质和前途上完全不同。在
1949 年 6 月 4 日决定组建中财委的会上，刘少奇作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时指出: “目前，军事
时期大体上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全国各党派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的事。因此需要成立相应的
机构，并使之健全和加强起来，以便工作更有成效。”③ 虽然动议成立中财委是为了进一步统一财
经，但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际，建设成为中财委工作的主要着眼点，而这需要首先对付通货
膨胀。

于是，刚刚成立的中财委立即将矛头对准物价，“通过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征收公粮，收购粮
食和棉布等物资，统一调拨，集中抛售来抑制大城市的物价上涨”④。继 “银元之战”之后，中共
又取得 “米棉之战”的胜利。上海等大城市持续上涨的物价逐渐平稳下来。虽然全国范围内的物价
还没有稳定下来，上海等大城市仍有物价波动的风险存在，但中共在货币和物价方面的政策原则已
经稳固确立，党内对于统一财经的认识也已经高度统一。随着物价的平稳，华北财经会议确立的统
一财经目标事实上已经达到，余下的只是财经管理体制的统一，而这正是 1950 年统一财经的内容。

虽然 1950 年 3 月的统一财经文件有 “水到渠成”之感，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文件没有标志性意
义。特别是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不是以 1956 年基本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为起点，甚至也不是以 1953 年 “一五”计划的实施为起点，而是以 1950 年的统一财经
为起点⑤。因为严格的计划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指导，而强有力的政府指导需要有集中统一的经
济领导权。正如刘少奇提出的: “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在实际上掌握了经济上的领导权。”中共由此
认为，平稳物价的斗争 “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初战胜
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

济政策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使之各得其所”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财经的完成为中共在新中

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领导权要素，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和
发展方向。统一财经之后，无论是调整工商业，还是 “五反”运动，直至 “三大改造”，都是在中
国共产党及其财经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国经济在这段历史时限内的计划经济特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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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比 1958 年 “大跃进”之后更为典型。

但是，正如国民党的法币改革除旧得力而发展新经济失败一样，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终结了新中
国成立前的经济混乱局面，但在持续发展经济方面并不成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产出并没有质的提
升，总供给长期不能满足总需求，经济 “短缺”成为体制性常态。而当改革开始之时，投资和信贷
扩张再度出现，仿佛 1948 年底到 1949 年春人民币大幅发行的隔空重现，只是历史背景由保障战争
需要变成了保障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共解决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路之一，又是在解放区成
功实践过的 “管住货币，放开价格”②。对此，薛暮桥再度解释说: “在市场上流通金属货币时候，

货币的价值是货币所包含的金银的价值。在流通纸币以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决定于纸币的流
通数量。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物价就上升一倍，所以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

是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使纸币的增长幅度不超过社会商品流通量的增长幅度。”③这又回到了统一财
经进程中那一次关键的政策分野上。

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缘起及其初步实施，为此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留下了双重历史
内涵。首先，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统一财经管理体制以最终完成财经统一，建构了制度框架和政策
基础，为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经济领导权要素; 其次，为经济发展中必要
的反通胀提供了思路和经验。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历史进程及其蕴含的政策
原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产生了 “路径锁定”效应。而理解新中国经济的走
向，就不能不回望这个 “历史的源头”了。

(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 责任编辑 乔 君)

①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 ，第 55页。

② 参见《薛暮桥文集》第 20卷，第 320页。

③ 《薛暮桥文集》第 12卷，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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